
規訓民族資本家：
┌五反┘運動再考察

● 鄭維偉

新中國建國初期的「五反」運動，是一個極為關鍵的政治轉折點。在此運動之

後，中共中央提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計劃。中共為甚麼在此時進行社會主義改

造？民族資本家為甚麼會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本文旨在探討「五反」運動表現出

的由新民主主義經濟秩序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過渡中的微觀機制，即加工訂貨政

策導致「利潤計劃化」和「商業倫理政治化」。在筆者看來，資本利潤計劃化最終

導致私營工商業逐漸納入國家計劃軌道，這是經濟秩序的再造；而商業倫理政

治化，則從根本上改變了民族資本家在新秩序下的經商理念和經營策略。

本文選擇上海和天津作為分析樣本，是因為這兩個城市在建國伊始就在中

國經濟中具有特殊地位。據南京國民政府經濟部1947年對中國主要都市製造業

的統計，其中僅上海、天津兩地，工廠數即佔63%，職工人數佔61%1。

一　資本利潤計劃化

1949年內戰甫一結束，中共為恢復和發展經濟，即對私營企業實行加工訂

貨政策。對民族資產階級來說，這意味Ð有了相對穩定的市場，極大地促進了

其經營積極性；對新生政權來說，則可充分利用既有生產設施，有效醫治戰爭

對國民經濟的重創。所以，該政策在經濟恢復時期，能使國家和民族資產階級

達致雙贏。可是，它本身也蘊含Ð極大的風險。如果長期實行，有可能會導致

民族資本家創新精神萎縮，形成對國家的依賴，而國家則會揹上沉重的製造市

場需求的負擔。這樣，本來以刺激市場為目標的政策，最終有可能導致市場萎

縮或虛化。但對於準備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變的中共來說，這項政策卻未必

不是最優的選擇，因為加工訂貨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經濟形式，而從國家資

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過渡幾乎只有一步之遙2。就此而言，面向私營企

業的加工訂貨愈多，則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就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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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訓民族資本家 41茲以上海和天津兩地私營工業的加工訂貨情況為例來說明。如表1所示，

上海和天津兩地加工訂貨佔私營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分別從1949年的10.0%和

19.8%，增加到1952年的58.8%和59.9%。也就是說，在「五反」運動結束之後，國

家通過加工訂貨的方式，基本上控制了私營工業的發展，調整了私人工業結

構，使之適合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在這一過程中，私營工業總產值也明

顯增長，比如上海市私營工業總產值1949年為267,352萬元，而1951年則高達

380,251萬元，增加了大約42.2%3；天津市私營工業總產值1949年為35,284萬元，

而1951年則為69,989萬元，增加了98.4%4。

民族資產階級私人工業仰賴於國家的加工訂貨獲得巨大的發展，這就為隨

之而來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條件。換言之，即使沒有「五反」運動，中共借助

於加工訂貨的外在控制，實行私人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也是遲早的事

情。對此，毛澤東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曾指出，「他們已經

掛在共產黨的車頭上了，離不開共產黨了。」5劉少奇在同年10月20日給斯大林

的信中也寫道：「在十年以後，中國工業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國有的，私人工

業不到百分之十，而這些私人工業又大體上都要依賴國家供給原料、收購和推

銷他們的成品及銀行貸款等，並納入國家計劃之內，而不能獨立經營。到那

時，我們就可以將這一部分私人工業不費力地收歸國家經營。」6

但隨Ð經濟恢復，私營企業與政治結構之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摩擦。對民

族資產階級來說，新秩序一方面為他們的發展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另一方

面也構成了限制。這兩者之間的矛盾，鮮明地表現為民族資產階級自由發展的

要求與中共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理念之間的衝突。民族資本家要求自由發

展，實際上是要求政府減少市場干預，回歸「守夜人」的角色，而這一要求在中

共看來無異於「向共產黨向工人階級進攻爭奪領導權」，「企圖使資本主義經濟成

份居於領導地位，變我國為他們所幻想的資本主義的國家」7。

此外，依照中共既定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理念，也必然要求國家掌握

愈來愈多的資源，實現對市場的調控，具體途徑就是擴大國營企業的範圍，限

制自由市場。因此，國家與資本家之間的衝突是結構性的、不可調和的。在國

家加工訂貨佔私人工業比重愈來愈大的情況下，資本家為實現利潤最大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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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上海與天津私營工業中加工訂貨與　　　　　

　　　　　　　　 自產自銷產值的比重，1949-1952年 單位：百分比

上海 天津

私營工業 加工訂貨 自產自銷 私營工業 加工訂貨 自產自銷

總產值 產值 產值 總產值 產值 產值

1949 100 10.0 90.0 100 19.8 80.2

1950 100 31.0 69.0 100 37.2 62.8

1951 100 43.1 56.9 100 44.2 55.8

1952 100 58.8 41.2 100 59.9 40.1

資料來源：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0），頁141；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天津市委統戰部、天津市檔案館

編：《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天津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附錄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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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百年中國與世界 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偷稅漏稅、騙竊經濟情報等行為，也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可以預期的是，即使沒有「五反」運動，這場衝突也遲早會出現。

如果中共沒有提出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過渡的要求，那麼鼓勵民族資本家

掙脫加工訂貨而面向市場，無疑是其最優選擇。可是，當時中共的根本目標是

要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而這又必然導致對資本家利潤率的控制，否則國營

企業的競爭力就很成問題。換言之，控制了資本家的利潤，就控制了資本家的

命脈，進而控制了私人資本之間形成的自發市場。「五反」運動的真正作用就體

現在這ê。事實上，毛澤東在論述「五反」運動的目的時首先指出：「徹底查明私

人工商業的情況，以利團結和控制資產階級，進行國家的計劃經濟。情況不

明，是無法進行計劃經濟的。」8

如何界定資本家的合理利潤，在實踐中很難操作。可是，如果不解決這個

問題，就抓不住資本家的「七寸」，「五反」運動在經濟上成功的可能性更是微乎

其微。1952年6月24日，陳雲勾勒了一個加工訂貨利潤的合理標準的大致輪廓：

「按照不同情況，保證私營工廠按其資本計算，在正常合理經營的情況下每年獲

得百分之十左右，百分之二十左右，到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利潤。這個利潤是按

照正常合理經營的中等標準來計算的。」9

在陳雲提出加工訂貨利潤的合理標準之前，天津市就已經開始劃定合理利潤

了，具體辦法是：「根據該行業的一半利潤情況，參考稅務局所訂之純利潤，並

參考解放前之該行業利潤情況，先經資本家討論提出數目，然後確定。特殊商業

之利潤專門計算。」bk這一原則性的規定，基本上照顧到了歷史和現實。陳雲講

話之後，天津又做出了調整，利潤分配基本上是以中等戶為標準，並有所提高。

到1952年底，天津市財政經濟委員會在對天津大中型42戶私營工廠進行調

研的基礎上，提出利潤分配原則是照顧工人現有的福利，除去一般所得稅30%、

公積金10%，純利潤的分配是工人福利和獎金佔14至17.5%，而資方紅利及股息

佔42.5至46%；至於超額利潤，由於主要是工人勤勞所得，故在分配中應佔有較

大比重，具體方案是扣除所得稅30%、公積金21%後，工人福利和獎金佔31.5%，

而資方所得僅為17.5%bl。隨後，市財政經濟委員會提出了對真實盈餘的處理意

見，除先繳納所得稅外，餘額按下列比例分配：（1）公積金佔10%；（2）資方紅利

及代理人酬勞金不能低於45%，不能高於55%；（3）勞方所得不能低於35%，

不能高於45%，其中：職工獎金佔30到35%；職工福利基金佔5到10%bm。據天津

恆源等10個中等廠的調查，1949年資方所得佔盈餘分配總值的63.7%，1951年為

15.2%，而1952年經過「五反」運動後突降到0.4%bn。

上海對長期、大部分或全部接受加工訂貨的企業有一個基本判斷，即它們

是國家資本主義性質，而不再是私人資本主義性質。即使如此，在界定合理的

利潤分配時也困難重重。他們提出了四套方案：一、照私營條例辦事；二、高

於銀行利息（至少不少於銀行利息）；三、工業利潤高於商業利潤；四、四馬分

肥。市政府究竟選擇了哪套或哪幾套方案，史料文本沒有給出清楚的說明bo。不

過，根據某些工廠職工福利及超額獎金的增加，或許可窺一二。

以上海華生電機廠和國營上海電機廠為例。華生廠工資、福利、獎金、膳

食等佔生產總值的比重為27.83%，國營上海廠則為6.62%；又如造紙業中，五家

私營造紙廠，平均每一職工每月的收入（包括工資、生產獎金、勞保福利、年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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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訓民族資本家 43獎金）是145萬元，其中一個學徒一個月有110萬元，一個勤雜人員有145萬元，

連揀破布的老婆婆每月也有90萬元收入。而上海工資標準較高的國營利華紙廠

平均每一職工每月收入不過93萬元。由於國營廠與私營廠的每人每月平均工資

是一樣的，但私營廠職工的獎金福利等較多，故實際收入要比國營廠高56%bp。

顯然，該利潤分配方式的基本特點，是讓工人分享更多的企業利潤。這必

然損害私營企業的積極性，並致使上海私營工商企業陷入利潤降低，虧損面

廣，流動資金減少的困境bq。如果考慮到政府的故意殺價，則資方的利潤就更低

了。比如百貨公司收購梅林公司貨物，先打九八折，再打六五折，資本家叫虧折

了15%br。另據當時對上海市鋼鐵加工等十四個行業從1950到1952年的利潤率統

計（表2），我們也可以發現，所有行業的利潤在1952年都出現驚人的大幅下跌。

讓工人分享更多的企

業利潤，必然損害私

營企業的積極性，致

使私營工商企業陷入

利潤降低的困境。為

了保證資本利潤，資

本家必然會偷工減

料、以次充好。而如

果訂單大多只能來自

國家「恩賜」，資本家

很可能對國家工作人

員進行行賄拉攏。

國家對加工訂貨及利潤率的控制，導致相當嚴重的後果。一旦加工訂貨利

潤過低，為了保證資本利潤，資本家必然會偷工減料、以次充好。而如果訂單

大多只能來自國家「恩賜」，資本家為拿到訂單，很可能對國家工作人員進行行

賄拉攏。比如上海大康藥房經理王康年，特設了專事勾引幹部的機構，叫做「外

勤部」。這個機構前後腐蝕了25個國家機關的65個幹部，自稱「大康是幹部思想

改造所」。再如協和新五金號老闆×××派小老婆勾引幹部，承攬軍事訂貨，以

草繩爛麻外包白棕，冒充白棕繩賣給人民解放軍，使人民解放軍在解放舟山的

戰役中因白棕繩崩斷而覆沒11隻船，犧牲80餘人bs。

隨Ð國內經濟逐漸復蘇，資本家通過加工訂貨獲得了利潤，在這種情況

下，如果加工訂貨的利潤低於市場利潤的話，則資本家就會把資本轉向市場；

如果國家付出的利潤過高，則加工訂貨也難以維持。雙方必然圍繞利潤問題進

行業

利潤率及
　　年份

表2　上海資本主義工業主要行業歷年利潤率，1950-1952年　 單位：百分比

利潤率

1950 1951 1952

鋼鐵加工 38.0 69.9 0.9

電訊電器 25.3 54.8 16.4

旋轉電機 18.3 35.9 11.1

化工原料 25.7 29.3 7.1

有色金屬 47.8 100.9 19.1

捲菸 8.9 9.6 1.8

造紙 14.9 33.7 2.5

橡膠 19.9 64.8 4.2

製藥 25.7 33.7 12.3

食品 9.5 20.4 3.5

棉紡 1.3 5.9 7.3

棉布織染 31.1 18.7 11.5

毛紡 4.7 22.0 3.4

絲綢 2.5 6.9 3.2

資料來源：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資本主義經濟改造研究室編：《資本主義

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北京：三聯書店，1960），頁145。



44 百年中國與世界 行新一輪的較量。資本家期望利潤率愈高愈好，而國家則想摸清楚資本家的真

實利潤率，以便恰當地制訂加工訂貨的合理利潤。顯然，資本家不會輕易就

範。從本質說，這是一場利益之爭。

「五反」運動以規範加工訂貨利潤為契機，借助於強大的政治動員和群眾運

動，特別是爭取私營企業中的高級職員站到政府一邊，使得民族資本家的盈利

狀況大白於天下。在加工訂貨的初始階段，本來是會哭的孩子有飯吃，「五反」

運動恰恰是要脫掉鬧事的孩子的褲子，把他的皮囊看個究竟。如此，政府徹底

知道了私營企業的真實狀況，為私人資本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條件。或者

說，經過「五反」運動，國家徹底清楚了私人資本家的家底，在新一輪的博弈中

佔據了先機bt。而對資本家來說，「五反」運動則徹底把他們經營的手段和策略暴

露在國人面前。此後，私人資本家要想吃飯，就得多給政府和工人做貢獻，即

貢獻利潤，把資本利潤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給國家和工人，而只給自己留下很

小的一份ck。在這輪分配博弈中，由於政府掌握了加工訂貨的合理利潤界定權以

及私人資本家的內部人造反，他們手中已沒有甚麼牌可以打了。如果說加工訂

貨只是把私人資本家綁在國家戰車上，那麼資本利潤計劃化，則是政府的殺手

2，直接打在私人資本家的「七寸」上。私人資本家要麼與國家合作，接受改

造，納入計劃經濟體系，要麼慘遭淘汰。

二　倫理生活政治化

如果說利潤計劃化是「五反」運動創造的削弱資產階級的殺手2，從外在方

面給民族資產階級套上了金剛圈，那麼商業倫理政治化就是從內在方面控制民

族資產階級的緊箍咒。前者用經濟手腕把資產階級綁在國家戰車上，限制民間

市場，使資產階級喪失反抗的能力；而後者則用精神力量，誅殺資產階級的價

值系統，使之喪失反抗的欲望。兩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最終為新民主主義

經濟秩序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過渡準備了條件。

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分析倫理世界的政治化：第一，人倫秩序政治化，

這是政治運動的共同特點。從根本上說，政治運動的目的就是要破壞生活世界

的人倫秩序，使民眾認同共產主義道德cl。第二，商業倫理政治化，這是「五反」

運動政治化倫理世界的特殊性。具體說來，這一層面可從兩個方面來分析，即

對資本家唯利是圖商業倫理的批判，以及顛倒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價值觀

念。第三，與第二個層面相關聯，在「五反」運動中徹底批判奢侈消費品的商業

觀念。這既與批判資產階級腐朽的生活方式有關，也跟中共對城市的功能定位

有關。因為第一個層面是中共思想改造運動的共性，而第三個層面只是作為第

二個層面的補充，以下將重點分析第二個層面。

（一）「外公，你坦白了沒有？」：人倫秩序政治化

中國傳統社會是由人倫秩序框定的社會，每個人在特定的人倫關係中佔據

相應位置。這種人倫秩序在運動倫理下幾乎土崩瓦解。運動倫理在人們心目中

種植的是階級感情，「五反」運動亦如是。

經過「五反」運動，國

家徹底清楚了私人資

本家的家底，而對資

本家來說，「五反」運

動則徹底把他們經營

的手段和策略暴露在

國人面前。此後，私

人資本家要想吃飯，

就得把資本利潤按照

一定的比例分配給國

家和工人，而只給自

己留下很小的一份。



規訓民族資本家 45譬如，上海中華鐵廠廠長童伯型的兩個女兒、一個女婿、一個弟弟都是共產

黨員、團員和積極份子。為讓童坦白交代問題，他們在黨的領導下，連夜召開家

庭會議，包圍他。即使在軍事幹校讀書的兩個兒子，也給他下勸降書。童的妻子

也倒向子女一邊。就連九歲的外孫女也問：「外公，你坦白了沒有？」如此富有政

治性的話語，借助孩童稚真的質問，最終摧毀了童的防線。他不僅徹底坦白，還

檢舉了經理傅守璞cm。另據天津仁立公司朱繼聖的經歷，也可看到運動倫理對人

倫秩序的顛覆。「五反」運動伊始，朱繼聖覺得自己自解放以來一向守法經營，起

初也沒太當回事。不久，長子朱起鶴專程從北京回天津，力勸父親盡快向職工檢

查交代公司問題，其他子女也紛紛景從。朱感覺到自尊心受到了極大傷害，感覺

「養子教父，有失體統」，實在難以容忍，最終父子之間大鬧一場，不歡而散cn。

對資本家來說，政治運動的重壓讓他們根本沒有地方可以躲避。固然，站

在組織立場上看，這些子女都沒有錯，他們所做的都是「幫助父親政治上進步」

的正當行為。可是，這種運動倫理的結果，是掏空了傳統人倫秩序的道德資

源。「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傳統觀念，變成了一切都向組織坦白的運動倫

理，傳統人倫秩序徹底政治化了。

（二）「糖衣炮彈」：奢侈消費品的命運

早在1949年3月，七屆二中全會就提出了要防止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

其實，糖衣炮彈隱喻以奢侈消費為特徵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1950年4月，毛澤東

在一份批示中指出，對投機商業、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業應該限制和排擠co。在

「三反」運動中，暴露了黨內一些意志薄弱的幹部經不起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

攻，迅速貪污腐化。換言之，只要消滅了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黨內腐敗問

題就能從根本上得以遏制。「五反」運動為打擊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提供了有利契

機。1952年6月24日，陳雲在講話中提到，猖狂一時的投機貿易逐漸歸於消滅。

特別是在青年職工和學生中，已逐漸形成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本能反感和厭

惡，比如小學生不願被叫「小開」，婦女不願被叫「老闆娘」，過去很多家庭婦女

尚虛榮、講享受，「『五反』運動後則改變了這種觀點，勤勞樸素的社會風氣逐步

建立起來了」cp。據上海有關部門統計，一些專門銷售進口貨和高級消費品的行

業和企業，由於不能適應社會風尚的深刻轉變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已不同

程度地受到削弱和淘汰cq。

此外，消滅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還有賴於城市功能轉型。如果把城市功能定

位為消費城市，要想消除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從根本上說是不可能的。早在

七屆二中全會上，中共就把轉變資產階級的消費城市為無產階級的生產城市確

定為重要的任務cr。這就為徹底根除奢侈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提供了保障。

（三）移風易俗：商業倫理政治化

市場是企業家展現職業才華的舞台，而市場本身又瞬息萬變，資本家稍有不

慎就可能滿盤皆輸，傾家蕩產。在這樣高風險的舞台上表演，抓住商機對資產階

級來說尤為重要。在這個意義上，投機與抓住商機之間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

利潤計劃化用經濟手

腕把資產階級綁在國

家戰車上，限制民間

市場，使資產階級喪

失反抗的能力；商業

倫理政治化則用精神

力量，誅殺資產階級

的價值系統，使之喪

失反抗的欲望。兩者

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46 百年中國與世界 自建國以來，中共一直打擊商人的投機行為以及投機行業。但如何界定投

機行為和行業非常困難cs。比如，金融業在當時就被界定為投機業。天津私營金

融業本為中國北方金融事業的搖籃，由於「五反」運動所反對的「五毒」之一就是

投機倒把，金融業首當其衝。1952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作出了「徹底改造

合營銀行，堅決淘汰私營錢莊」的決定，而到下半年，天津市29家私營錢莊即全

部歇業。「五反」運動剛結束，天津市人民銀行就據央行指示，決定於12月15日

把18家合營銀行合併為一家公私合營銀行，經理由國家幹部擔任ct。同樣，經過

「五反」運動，上海私人行莊信用動搖，業務急劇下跌，與1951年相比較，1952年

6月全市行莊存款下跌32.1%，放貸下跌41.59%，利率下跌20到50%不等。在這種

情況下，私人行莊成了燙手山芋，恨不得早點讓國家來兼併dk。

資產階級之所以冒Ð風險在市場上打拼，從根本上說就是為了獲得利潤。

但在「五反」運動中，中共Ð重批判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經營動機。這種批判帶

有強烈的道德色彩和政治動機，而非基於經濟理由。也就是說，資產階級追逐

私人利益是不正當的、罪惡的。1952年1月16日，黃敬在天津指出，「工商界ê

存有嚴重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的弱點，主要表現在勾引幹部，要我們幹部學壞，

用行賄，用腐化的生活，勾他們往壞道上走，這是一種很壞的事情，是最傷天

害理最缺德的事情」dl。3月25日，陳毅在上海公開宣稱，唯利是圖是資產階級

的「惡劣本質」dm。

7月2日，黃炎培在中國民主建國會總會第二次總會擴大會議上傳達了毛澤

東對於民主建國會工作的指示，其中關於唯利是圖的思想，毛澤東指出：「資本

家唯利是圖，人家說是不好，但『利』可以分析一下：一部分是國家的利，一部

分是工人的利，其餘一部分是資本家的利，如果唯利是圖的資本家，他們所圖

的利，三方面都能夠順利，正是希望他們，需要他們來『圖』，只不能讓他們光

是圖私人的利。」dn毛澤東的高明之處在於，至少從表面上看，他批判資產階級

唯利是圖的動機不是站在道德制高點上，而是運用了完全政治化的修辭。其潛

台詞是，資產階級不能唯自己的利是圖，而要為國家和工人階級謀利益。換言

之，如果資產階級甘願成為國家和工人階級的公僕，圖利就是正當的了。其

實，即使不借助於最高領導層的宣示，資產階級在強大的政治動員所形成的群

眾劇場中，也難以堅持自己的經營理念，而會逐漸形成新的集體無意識，即追

逐私利是可恥的，為國家和工人階級謀利益才光榮。

如果說對資產階級投機行為及唯利是圖的經營動機的批判尚存有道德規訓的

痕7，那麼「五反」運動伊始毛澤東即提出要給資產階級三年來對共產黨的「猖狂

進攻」給以重大打擊，並將「此項鬥爭當作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看待」do，這就

徹底變成政治整肅了。從根本上說，這是因為資產階級沒有對在新秩序下應該如

何經商保持清醒認識。資產階級自由發展市場經濟的要求，被視為對社會主義經

濟「領導權」的爭奪，事關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中共把計劃經濟

作為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徵，在潛意識ê就認為市場經濟是盲目的、混亂的。這

樣，在社會主義的政治格局下，資產階級商業倫理就徹底政治化了。或者說，本

來是發展市場經濟的經濟要求，最終被批判為向社會主義秩序的政治進攻。

早在1947年10月27日，毛澤東就提出：「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

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

表面上，毛澤東批判

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

動機不是站在道德制

高點上，而是運用了

完全政治化的修辭。

其潛台詞是，資產階

級不能唯自己的利是

圖，而要為國家和工

人階級謀利益。如果

資產階級甘願成為國

家和工人階級的公僕，

圖利就是正當的了。



規訓民族資本家 47們，使他們在群眾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眾在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

來。但這並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

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

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dp也就是說，民族資產階級早在建國之前就已經

被確定為遲早要消滅的階級，剩下的只是選擇消滅的時機和手段、付出最小政

治代價的問題。

正是「三反」、「五反」運動提供了最佳的時機：一方面，毛澤東對黨內腐化

幹部怒其不爭，指導黨內層層加碼「打老虎」；另一方面，把腐化的原因遷怒

於資產階級的腐蝕，指揮圍殲資產階級。在「五反」運動中，毛澤東曾激烈地

指出，「現在已到時候了，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把它的氣焰整下去。

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會上的人都要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dq

1952年6月6日，在「五反」運動行將結束之時，毛澤東又重申：「在打倒地主階級

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

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dr

「五反」運動期間，商業倫理政治化也體現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關

係上，即「五反」運動就是要搞清楚誰養活誰，誰在道德價值上更高尚，誰更卑

微的問題。顯然，運動的結果是徹底顛倒了資產階級的商業倫理，讓人們覺得

是工人階級養活了資產階級，勤勞樸實的工人比唯利是圖、投機倒把的資本家

要高尚得多。薄一波在總結五反運動的時候指出，在「五反」運動之前，「廣大工

人群眾對自己所處領導地位的概念還是抽象的」，經過「五反」運動，工人階級「真

正處於領導地位，真正發揮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因而大大提高了工人群眾

的政治積極性和生產熱情」（黑體為筆者所加）ds。

在中共帶領下，工人階級為捍g自己的利益和價值，將鬥爭矛頭指向資產

階級。對工人階級來說，這場鬥爭不只是利益之戰，而且帶有消滅資產階級，

建設社會主義新秩序的神聖性。如此則「三反」、「五反」運動初期的激烈程度就

可想而知了。1952年2月25日，薄一波抵達上海指導「三反」、「五反」運動之前，

上海的「五反」實際上已經開始，而且火力猛烈，發生資本家自殺事件48起，死

了34人dt。可見「五反」運動所激發的造反熱情迅速膨脹。

當然，一些大廠的工人階級還是比較冷靜的，他們在勞資協商會議後，很

快就投入生產，勞資關係緩和。但一些中小廠則情況嚴重，毆打老闆者有之，

要老闆娘給工人燒飯者有之，工作時候出去看戲者有之，總之以往老闆對工人

的態度，完全顛倒過來重新表演一番。譬如，上海福濤金筆廠的老闆從張家口

匯回一筆五十萬的款項，會計竟然不給他，最後釀成他晚上砍死會計，砍傷兩

名工人，然後切腹自殺的慘劇ek。天津的情況也不容樂觀：工人不讓資本家管

事，不聽資本家的工作分配，有的隨便開支企業的錢去買東西，有的店員認

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實質就是工人把廠店管起來，不讓資本家管el。

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的自我意識徹底瓦解。面對強大的國家力量以及被喚

醒的工人階級，資本家已經沒有往日縱橫商場的氣派，並且否定了商業倫理的價

值。此外，中共對待資本家實際上是批判從嚴，處理寬鬆，資本家自然感激涕

零，隨時準備向社會主義過渡。在新舊政權轉變的過程中，民族資產階級一直沒

有找準自己的位置，處於一種集體「失範」狀態em。「五反」運動更是把資產階級的

資產階級自由發展市

場經濟的要求，被視

為對社會主義經濟

「領導權」的爭奪。中

共把計劃經濟作為社

會主義的根本特徵，

在潛意識+就認為市

場經濟是盲目的、混

亂的。在社會主義的

政治格局下，資產階

級商業倫理就徹底政

治化了。



48 百年中國與世界 階級意識與新社會的主體意識之間的價值衝突表面化，經過「五反」的洗禮，資本

家排出「五毒」，反而有了新生的希望。由此，奠定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正當性。

三　小結

「五反」運動直接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條件。借助於資

本利潤計劃化和商業倫理政治化，國家徹底粉碎了民族資本家反抗的能力和欲

望。通過前者，國家實現了對經濟秩序的再造，即民族資本主義徹底納入了社

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下；後者是倫理秩序的再造，規範了資本家唯利是圖、

投機倒把的本性，國家開始把剝削階級改造為國家幹部或自食其力的工人。利

潤計劃化和商業倫理政治化構成了「五反」運動運作的微觀機制，奠定了社會主

義改造的經濟和心理基礎。「五反」運動以後，「民族資產階級事實上不可能再照

舊生存下去，除了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已沒有別的選擇」en。

「五反」運動中表現出的運作邏輯，既是政治動員的結果，也反映了觀念的

力量。觀念能夠起到把人類行為正當化的作用。一旦人類選擇某種觀念作為行

為正當化的理由，剩下的就是如何以更有效率的手段來實現觀念的問題。建國

初期，中共拘泥於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把資產階級視為罪惡的階級，認為應

該扔入歷史的垃圾堆。可如果從常識世界出發，資產階級在市場上投資，把工

人納入社會化大生產的過程中，要承擔很大的風險，因此應獲得恰當利潤。無

論處於社會發展的何種階段，任何階級、階層的存在都應該由常識世界來回

答；任何理論的實踐效用，都應該回歸生活世界。當「五反」運動造成大量工人

失業、市場蕭條的時候，就證明了生活世界拒絕特定倫理而帶來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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